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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概括、历史生成与现实意义 

——论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彭冰冰
1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习近平对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提炼与概括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这种文化自觉与自

信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的,是与党的优秀传统一致的,也是在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中一以贯之的。作为一种

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形式,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浙江的

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变迁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仍然是推

动浙江改革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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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蕴含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

值追求。习近平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1]。浙江精神彰显的是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精神风貌。习近平将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从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理论概括、历史生成以及

现实意义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一、理论概括: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凝练体现了习近平对文化力量的高度重视 

无论是对每一个体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一种文化存在

物。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替自己创造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文化的发生就是人的自由

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最蹩脚的建筑师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建造房屋之前就已经通过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在头脑中

设计好了房屋的图案。人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潜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而实践作为人类社会存在

与发展的内在根据,不仅包括满足人的肉体需要的物质生产,还包括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 

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但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把精神生产视为人的真正的、

自由的生产。没有精神生产,就没有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没有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产生和进步。精神生产可

分为自发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和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两个层次,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意识形态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自

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越来越重要。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

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如此看来,文化自觉对于社会发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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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尤为重要,它具体表现为人们进行文化选择和建构时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决定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文化

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塑造人的理想信念、规制社会伦理道德,将人的情感和欲望控制在合理的价值规范内。也就是说,价值观诠

释、体现和表征的是文化的本质、发展趋向和目标。核心价值观反映的是一个民族所追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最高理想。因此,核

心价值观的建构与阐释,迫切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社会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如

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完全是无意识的,那么整个文化就会在长期的自我封闭中退化甚至衰落。 

文化对于一个政党的发展也很重要。任何政党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同,赢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必须不断发展和创新自己的政党

文化。政党文化是规范政党行为、引导政党活动、推进政党系统运行的指南。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历来重视

用持久的文化精神力量润浸政党建设,善于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凝聚力量。毛泽东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4]
回望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正是因为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有了坚定的共

产主义信念,才能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历经风雨,从红船起航地嘉兴出发,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最后走向

天安门。政党文化既是广大党员在生动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也要通过党员的实际行动来体现。井冈山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的坚定信念,长征途中“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延安时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风尚,

西柏坡时期“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最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展示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最先进的一面。 

习近平历来重视文化的力量。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就提出要“搞好教育文化事业”[5]15,“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

方针来抓”[5]17。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闽东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阐述了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并指出“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密切相联”[6]。在浙江工作期间,他认为,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要注重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7]9他提出,要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7]48。他还提出“文化是灵魂”[7]149“文化育和谐”[7]150等论断。

“文化”一词在《之江新语》中出现了 160多次。习近平首次科学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得党的革命精神史更加系统完

整,实现了党的革命精神起点与党的历史起点的一致。他还亲自倡导开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讨论,并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8]289。习近

平对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提炼,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正是如此,他把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

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

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提供了丰润的文化滋养。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涉及“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如何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如何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等多方面,表现了对

中华文化发展、道路与前景的高度自信,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可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习近平的

执政理念中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理念与我们党的优秀传统是一致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的。 

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日渐加深,也使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消费

市场日趋国际化,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指出,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

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7]149。塞缪尔·亨廷顿、爱德华·萨义德、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西方

学者,都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的诸多变局与矛盾进行解读,甚至“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

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9]。不管双方争论的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

是,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危机和冲突,都有观念、道德、价值、宗教等文化的作用掺和其中。“语言”“宗教”“身份”“形

象”“认同”等大量关涉文化的诉求,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诉求。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

事力量的崛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概言之,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历史生成: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是植根之江大地的具有浙江特色的文化形态 

从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历史形成来看,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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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指出,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特有的与此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因此,历史地考察特定形式下

的物质生产本身,则成为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精神生产的基础。[10]“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1]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密探闯入会场,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已经结束,就此而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偶然。但是,

任何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有学者指出,租界当局对“过激主义”“东方共产主义”等“激进分子”的长期监视和防范,

是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必然因素。[11]59-90 至于为何选择到嘉兴南湖续会,众所周知,与王会悟的提议有很大关系。

但就其必然性来看,这一提议之所以能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与上海与嘉兴之间便捷的交通、历史的联系密切相关。[11]100-104嘉兴一

直是浙北重镇,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有效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绅商阶层兴起,革命思想活跃,据考证,五四前后嘉兴

有《新平湖》《微光报》《平湖民声报》《新乡人》《新塍半月刊》等各类进步报刊多种
[12]
,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人文环

境。浙江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也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的。[13]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催生着

浙江人民的现代文明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血脉。虽然因为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物质基础不同,使得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着其独特的精

神、气质和风貌,但是精神生产不仅依赖于物质生产,也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性质,并有可能在超越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

件下继续发挥作用。浙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根基和底蕴。有学者认为,从历史文化的层面

上看,“发达的地方教育事业与崇文重学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与自由活跃的思维特征”“开放的文化心态

结构与兼容并蓄的人文影响”“‘工巧求新’的社会风气与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这四方面充分体现了嘉兴当地的人文特质与

文化传统对“红船文化”的影响。[14]“创新和实干是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的要义。”[15]自古以来,浙江人民是极富创造精神的,

他们思想解放,从不保守与自封。从东汉的王充、北宋的沈括,直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都是敢于创新的杰出代表。

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涌现出沈括、李之藻、张履祥、李善兰等许多科技人才。沈

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涉及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天文学、数学、工程技术学等许多方面都很有建树。

创新的理念,不将其付诸实践,不过是空谈。求真务实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早在东汉,王充自觉地批判了虚妄迷信的

谶纬思想,提出了注重实知和效验的认识论,认为理论应落实到生活实际中,“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

验”[16]。南宋时的陈亮、叶适特别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注意实际问题的研讨,反对空谈和玄想。针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

论,明代大儒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生命历程就是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证明与诠释。这种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精神一直延续

到现在。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都传承着知行合一的文化底蕴,蕴含着务实重干的文化基因。 

“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17]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20 世纪初,随着浙江民族工业

的发展,浙江工人人数也迅速增多。据统计,1900年到 1910年,浙江 500名工人以上的 5个大厂矿就有工人 5890人,
[18]1183

到 1916

年,全省共有工人 79165人,其中男工 53263人,女工 25902人。[18]1247随着人数迅速增加,工人阶级也开始壮大起来,他们围绕着提

高工资、反对工头等进行了斗争,也积极参与了抵制美货运动、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政治斗争,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与高

昂的爱国热情,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滋养。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一批浙江籍先进

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展工农运动、学生和妇女运动等方面都起到关键作用。[19]对红船精神深刻内涵

的概括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1浙江精神也是来源于群众的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为了改变命运、

摆脱贫困,艰苦奋斗、默默奉献,他们敢想、敢闯、敢拼,不争论、不折腾、不虚浮,务实功、重实际、求实效。“民”强则“国”

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江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华丽转身的最大动力和依靠。 

强调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地域特色,并非要张扬地方本位主义。科学把握红船精神的历史生成、深刻内涵与历史地位,应

该秉持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20]要把它放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总问题”中去考察,要把它放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整体谱系中去考察,要把中共一大上海会议与嘉兴南湖会议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考察浙江精神的产生,

亦是如此,不能脱离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来抽象认识,正如习近平指出,浙江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
[2]
。当然,强调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地域性,并不是否定它们的普遍意义,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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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实意义: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是推动新时代浙江改革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虽然客观的生

产力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针对一些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社会静力学”的庸俗化

观点,恩格斯晚年对人的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系统论述。他强调,我们不能把物质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非辩证地

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21]644,意识形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规定着社会成员在社会

活动中的共同价值导向,有利于把个人的意志和活动整合转化为社会合力与发展动力。在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中,人是

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只有与人结合起来,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

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成为‘理想的意图’,并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21]238 从某种意义上说,

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所谓生产力无非是人的实践力量。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人,让文化力量内化为人的

精神动力,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明确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22]所以

说,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弘扬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对于我们解决浙江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凝聚作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需要民族凝聚力。在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精神凝聚力

是关键,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核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意志和意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

发展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变革时期,形成共同的信念和统一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文化的作用。文化的一个重要功

能是文化认同。“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23]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

化的内心承诺,它包括在理智上形成共识,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意志上达成共识。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把许许多多个

人的情感和意志融合起来,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实践合力。推动早期中国先进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建中国共产

党的内在精神力量正是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早期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能视死如归、百折不挠、奋勇向前,靠的正是一种理想

目标在支撑,有一种革命精神在激励。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必将成燎原之势。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年代之所以打仗很勇

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24]。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支撑、推进和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正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新时代,我们要继续从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中汲取精神滋养,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 

二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推动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协调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离

不开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

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25]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要进一步推进浙江改革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于创

新的精神,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宽发展思路。从观念更新、观念突围入手,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使创新成为一种文化,一种

价值导向。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互联网时代,各种生产力要素的协同运作日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这种协同运作的效率依赖于管

理。而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则是以管理观念的创新为前提的。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精神生产和精神劳动是一种创新的

生产和劳动。在新时代,创意、设计、构想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习近平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

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8]298。另外,就创新的内在推力来说,同样离不开文化

力量。任何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体现的。在新时代,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需要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发挥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引领作用。文化精神是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经济政治制度等社会发展的一种内

在动力。文化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互动过程。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进步,文化进步也促进和体现着社会的发展。

40多年的改革实践,不仅深刻改变中国社会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物的占有与消费

成为部分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马克思认为,沉沦在物质欲望中的人是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为了让人摆脱物化,从单向度的

存在状态中提升出来,从只知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转变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恩格斯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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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6]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必然是人的生命的全面体现。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

可能有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随着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人不仅需要物质产品,也需

要精神产品,而精神需要是人的需要的高级形态,表征着人的发展状态。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总体

性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们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价值引领作

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总之,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是继续推动新时代浙江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赓续红船精神,秉持浙江精神,从中汲取初心

的力量,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汲取创新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汲取实干的力量,一步一个脚

印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共产主义是奠基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逻辑必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永远胸怀共产主

义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是实干者,也必然是实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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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05 年 1 月至 6 月,嘉兴南湖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如何弘扬“红船精神”的大讨论,并向社会征集有关“红船精神”的表

述语。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共提出了“开天辟地、坚定信念、劈波斩浪、扬帆引航”等 663条表述语。习近平对此活动给予了高

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他专程派人到南湖区进行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再集群众的智慧,对红船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阐述。 


